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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慈善事业多与日常生活的变故相关联，
其中尤以灾荒时期为多见。大灾之年，往往需要政府与社
会齐心协力，才能帮助普通民众渡过难关。在中国近代史
上，“丁戊奇荒”可谓是灾荒之中，需要浓墨重彩的一次。
此次灾荒对于清政府的荒政制度的影响至深，也促进了近
代义赈的诞生。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也因此次灾荒而
始更为凸显。慈善演艺可以认为是一种慈善与演艺相互结
合的社会活动。山西省和上海地区面对此次灾荒，在演艺
领域产生了异样的情形，其中上海地区特有的氛围逐渐促
成了慈善演艺的萌生。目前，学界针对慈善事业、演艺情
况、慈善义演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但是对于慈善演艺刚刚起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思
考。本文尝试论析之。

当灾荒发生之时，山西省作为首当其冲、灾情最为严
重的省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带有现代意涵的慈善演艺
活动。在演艺领域，似乎可以视为传统演戏的赓续。演戏

酬神活动则相对较多。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针对演戏酬
神等提出了自己的施政方策，认可了传统演戏中演艺为善
的因子。

“丁戊奇荒”是光绪年间发生在华北地区的一场罕见的
旱灾饥荒，这场灾荒波及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
等省份，从灾荒显现到大部分省份救灾的结束长达六年之
久，被波及到的各省受灾严重，呈现不同的状况。其中最
严重的是山西省，学者郝平先生根据史料统计，认为：“山
西丁戊奇荒时期受灾州县高达97个，占山西总州县数的
96%，几乎覆盖全省。”[2]

山西地区的晋商在清代是首屈一指的财富积累者，富
商往往自己组建演艺团体。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晋商在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会馆，会馆大多建有戏楼，无不巍峨
壮观。晋商出于商业活动和日常事务生活的需要，经常邀
请 戏 曲 班 社 演 出 。 清 代 “ 平 、 祁 、 太 一 带 戏 曲 班 社 林
立”。“有些富商家里都有戏班和戏台”[3]。面对灾荒，修建
神庙、演戏酬神活动十分高涨 [4]。似乎灾情越大，反而演
戏酬神的活动却很多。灾荒对于演艺界来说，影响很大。
一些艺人因为灾荒而死去，有演艺团体（戏曲班社）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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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而解体，一些演出场所因为灾荒而不再存在。因此，
演戏酬神等传统的表演方式并没有出现新的转机的可能，
毕竟灾荒对于山西地方的演艺界是一种难以估量的冲击。
官方的支持举动，反而更能够显示出对于演艺为善的认
可。其中，尤以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作为为代表。

曾国荃在抚晋（1877—1880年）期间，适逢“丁戊奇
荒”，这场灾荒持续四年（1876—1879年），遍及中国北部
广大区域，灾情之严重在中国灾荒史上亦不多见。其间，
山西饥民“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
餐；树皮殆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
为泥。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
之”[5]。他也没有意料到会有如此严重的灾荒。

为了对抗灾荒，曾国荃采取了不少措施，主政下的山
西“先后放赈银一千三百万余两，米二百余万石，活饥民六
百万人”。除广筹钱粮之外，曾国荃还饬令各州县开仓放
赈，分设粥厂，赈恤饥民。同时，他还特别注意保富安
贫，以工代赈。《清史稿》对曾国荃在山西的赈灾活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国荃力行赈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
劝捐协济 [6]。

除此之外，在演艺领域，曾国荃也十分注意传统演戏
酬神的功用。一方面，注意演戏酬神在山西省的聚财效
果，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治之精意在于养活细民的策略。

据山西省《民国临县志》中“清山西巡抚曾忠襄国荃救
荒利弊疏二十三条”记载：“出地方公项积资接济赈款，晋
省民俗各村社好为善会赛神演戏，历有积年旧存香资，时
值荒旱救人急于事神，应劝令各村社首，或将旧存香资悉
数陈出，或酌留三分之一，出其三分之二，会同村众分赈
各村各社饥贫，或仿以工代赈之意，各村社桥梁道路等项
有应修者，即以香资为兴修经费，令村社有气力负肩之贫
民藉工糊口。”可见，曾国荃注意到演戏酬神最为山西省各
村社原有的表演传统，寄希望于将此聚集资财的功用，转
而用于其他修桥、铺路等公益事项中去。实际上，他关注
的是演戏酬神的筹资手段而已。相对于普通民众通过演戏
酬神缓解恐惧心理的情况，曾国荃还是保持了非常清醒和
实用性的认识。曾国荃认为演戏酬神在广大的山西省各乡
村中普遍存在，在灾荒严重之时候，“救人急于事神”，将
所得款项转移为传统的公益事业，确实是先见之明。

与曾国荃利用演戏酬神这一筹款手法相一致，对于沁
水县令汪某提出演戏酬神浪费资财，应该加以限制的主
张，曾国荃明确表示不可。史料记载：

沁水县汪令禀覆地方情形并遵札议办由
所答修水利、驭书役等事，尚有条理。办赈宜求正士

亦办赈要着。惟成民间报赛祈神所费不赀，或一会而费中
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人之资，滥用胡底，拟定以限制等
语，此亦为民惜才之意，但以此为富民省钱计，则可以为
贫民糊口计，则左矣。何者，赛神演戏等事最为贫苦小民
之利。每见戏台之侧，其丐钱乞食者皆贫民，其肩挑货易
者皆贫民，其沽酒卖茶及一切食物用物纷纭杂沓而叫者皆
贫民。人徒见车马喧阗，往来游䜩以为浪费足惜，不知此
浪费者皆富民之财于贫民无与也。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
民正以有人观戏而藉以谋生。昔范文正岁荒不禁竞渡，且

为展期一月，日率宾客、士大夫往观。夫岂不知竞耗民财
哉？正欲耗富民之财使贫民藉以生活耳。惟人民丛杂，奸
宄易于混迹。若地方静谧，不如同听其祭赛，以利贫民。
惟值人心惶惶之秋，则宜暂行停止以弭乱衅，加意严密查
察，防患未然可耳。万勿稍存姑息，切切。[8]

在上面的史料中，沁水县汪某以为：民间报赛祈神花
费颇大，“或一会而费中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日之资，滥
用胡底，拟定以限制”。曾国荃指出此举只是为富民省钱，
并未替急于糊口的贫民着想。“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民正
以有人观戏，而藉以谋生”。赛神演戏等事，最有利于贫苦
小民谋生，戏台之侧讨钱乞食的都是贫民，肩挑贸易沽酒
卖茶的也是贫民。只看见车马人声喧闹，以为多有浪费，
有些可惜，其实浪费的都是富民之财，贫民则得到了糊口
的机会。曾氏还以宋代范仲淹“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
月”为例，目的是为了消耗“富民之财，使贫民藉以生活
耳”。于是，他要求：只要地方安定，不妨听任民间祭赛，
以养贫民。如果出现人心惶惶之现象，则应暂行停止，以
防患于未然。同样，曾国荃对壶关知县鹿学典也表达了相
同的观点。曾国荃的这一思想，就是要通过富户出资举
办“赛会演戏”等社会活动，为灾荒时期的饥民提供糊口的
场所和机会 [9]。

对于演戏事情，曾国荃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对，甚至
还非常支持。例如，清徐县的富商李玉和组建的舞霓园是
山西著名的梆子戏班。“山西巡抚曾国荃亲自观看舞霓园的
演出后，盛赞文武戏均佳，特赏白银十两。李玉和班主，
以一个商人偶得山西最高统治大人奖赏，对这一殊荣，真
是受宠着惊，忘乎所以。从此办园更加‘热心’。同治年间，
邑人安徽巡抚乔松年，倡议集资新建徐沟金河书院，李玉
和首先应捐白银五百两。地方上为此推崇备至。[10]”

灾荒期间，曾国荃甚至主动修改剧本，帮助伶人提高
艺术水准，进而辅助伶人度过难关。清光绪三年（1877）
山西巡抚曾国荃，曾令200多位晋剧艺人云集太原，排练戏
曲连续剧《岳飞全传》（22本），该剧连演数月，场场爆
满 [11]。此件事情，在王永年讲述，刘巨才、段树人编的
《晋剧百年史话》中，有更为详细和明确的记载 [12]。

简单梳理该时期丁戊奇荒之下山西演剧情况，可以发
现慈善与演艺似乎并没有完全结合，依然是在传统演戏范
畴内的延续。曾国荃不仅没有反对灾荒背景下的娱乐行
为，而且还注意从演戏酬神这一行为中取得资源分配的手
段，是一种政治思想与策略。此不能认为是慈善演艺的发
生。传统演戏也关注国家，也关注善恶，更关心百姓。例
如，在山西祁县著名富商渠家家里就盖有梨园戏台，戏台
两边的对联是：

“寻常人物为将为相为帝君、些小戏台可家可国可天下
；借古喻今教化众生知伦理、以假乱真规劝世人明是非。” 
[13]

灾荒之年影响甚大，即便如此，山西地方的传统演戏
并没有实现慈善与演艺完全融合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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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是发生于1876—1879年罕见的特大灾荒，持
续时间长，波及晋、豫、冀、鲁、陕等北方五省，影响深
远 [14]。也正是因为在此灾的影响之下，使得江南富庶之
地的绅商中最早兴起了义赈。义赈是由民间自由劝赈、募
集费用并自行发放物资或赈款的“民捐民办赈灾活动”[15]。
针对“丁戊奇荒”的赈灾而诞生的“近代义赈”[16]成为该时期
慈善事业中民间力量的基本面相。在义赈积极开展的同
时，上海地区得《申报》对于救灾进行了积极的呼吁和鼓
吹。其中，1877年2月8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即《论演戏救灾
事》，颇值得注意。

该文章开篇便记述了一段文字，讲述自己翻阅香港报
刊《近事编录》，发现上面一篇文字如此记述：

本港戏园除高升、同庆、普乐而外，兵房左近复有剧
台一座，以为西人士游观之举。日前有英国战船猝遭沉
溺，兵丁水手死于是役者，殊堪悲怜，复有家属零丁孤
寡，无所倚靠，更觉可怜。有心者即于十九晚相集演剧，
于赴观者皆税其赀，即以是夕所税之赀，尽为周济沉渔家
属之用。此其立心不减于仁人施济，且使来观者既得娱
目，亦足以写其好行。其德之心，不待签捐，无烦代贷，
一举两得，诚为甚便。使世之演戏皆如此用心，则谓之有
益亦无不可。 [17]

根据《近事编录》上面的记载，香港地区有西方人士
因为英国水手死去，家属生活困难，便“相集演剧”，并将
演出所得收入用于救济这些水手的家属。对于此种慈善与
演艺相结合的方式，《近事编录》表示，此举既“娱目”，
又“写其好行”，表达了善意，可谓一举两得。并感慨演戏
为善代表着一种有益的活动。

《申报》报人[18]针对《近事编录》“所言如此”的事
实，并受其感染，想到了自己曾经看到的类似之举动：

因思去冬上海租界寄居之法人，缘法国有一地方饥
荒，法人之在沪者欲集赀以赈之，亦用此法。演戏两日所
得之赀，尽行寄往，以助赈务。[19]

在该报人的视野里，不仅英国人曾经演剧为善，寄居
在上海的法国人士也曾经因为法国本土饥荒，举行演戏活
动，戏资赈饥。并认为此种方法“亦可谓良矣”[19]。

通过以上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善手法，该报人果断呼
吁华人也效仿此法。他说：

出赀者不费大力而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既得多赀，
有益正事。使华人亦能效其所为，遇事照此办理，势必易
于成就 [19]。

在该报人看来，对于慈善演艺之事情，组织者可以很
容易达到集腋成裘的效果，十分有益于“正事”即开展慈善
救济。因此，华人应该很容易效仿办理。该报人将目光聚
焦在“优伶”的身上，认为：

演戏之优伶，果亦能如此用心，如此行事，实属大可
有益于世。方且诸务可仗优伶以成，又何至目优伶为贱业
哉！

在言辞恳切之中，该报人呼吁“演戏之优伶”，率先行
动起来，能够发挥自身的优长之处，用心行事，则有益于
世。如此以来，慈善演艺事业则因为“优伶以成”，优伶自
身的社会地位也会提升，以至于民众将不会将优伶视为“贱
业”。该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吸引和刺激演艺界人士（此处
为梨园界）能够发挥先锋的作用。

除此之外，该报人还表达了自身对于慈善演艺事情的
持续关注，他表示，“日前，沪上闻燕台等处灾荒甚巨，亦
有倡议，欲令各戏馆于礼拜六夜演戏一宵，各馆所得之
赀，聚送一处，汇寄燕台等地以助赈项，商之于平日与各
戏馆相熟之人，属往相商于各馆，无如其人畏难，不肯往
商。[19]”也就是说，对于演戏助赈事宜，上海地区是有人
士倡议的，并希望上海的各戏馆能够于礼拜六晚上演出，
将演出所得款项，用于北方地区的助赈。而且还尝试与各
戏馆“相熟之人”进行了联络。根据上海地区戏馆商业性演
出的习惯，这些“相熟之人”既有可能就是“案目”。只是这些
人士表现出为难情绪，不愿意向各个戏馆提出此助赈办
法。毕竟，对于戏馆而言，此举并没有增加营业性戏馆的
收入，反而是临时性的减少了收入、增加了支出。可能是
出于此方面的考虑，这些“案目”自然不愿意充当说客了。

该报人甚至还从上海地区演戏的习俗中去想当然认为
只要有人提议，各戏馆演戏筹款之举，自然可以成功。他
说：

余初闻之，亦谓事尚可行，何也？因租界各戏馆，一
至残冬，所有寄居租界之各处客民，均求各戏馆代演一
宵，所得余赀，尽归求演各人分用，名之曰打野鸡，向来
如此，今冬尤甚。余因有此习俗，故以为事在可成，盖谓
戏馆肯帮数人之用度，岂有不肯帮赈大众之饥饿乎？不料
竟无人肯言也。[19]

可见，该报人十分在意各戏馆的动向。对于租界的各
戏馆，因为商业性演出的缘由，为了延续日常的生计、招
揽顾客。因此根据传统习俗，每年年关之时候，都会有“打
野鸡”的习俗。至于“打野鸡”，《清稗类钞》中记载：“上海
各戏园之至腊月也，四方过客皆纷纷言归，家居者料量度
岁，方日不暇给，戏园之生涯自必锐减。至是而案目商于
园主，有请客之举。请客者，以戏券售之于向识之看客，
恒较常日为昂，俗谚谓之打野鸡”[20]。也就是说，打野鸡
相当于熟客的包戏，此对于戏馆的熟客而言是有利益的，
对于戏馆而言则意味着增加一场或者几张演出。因此，该
报人认为，既然戏馆能够为一部分演出，为何就不能够为
广大的饥民演出呢？只是无人敢于向各戏馆言明，使得自
己内心中十分感慨。

最后，他发表了自己的感言。他认为：

今余连类论及者，盖欲使各戏馆知西人有此办法，或
能触目动心，有此一举，亦未可知。虽然，西人之为此
者，实非平日演戏之优伶，赖戏以猎食谋生者也。而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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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之优伶，固借此以事蓄养赡，苟少一夕之赀，即少一日
之用，似不可以一概而言。但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古人
已有明言。况仅一宵所得尽行助赈，似于各馆尚无大损，
何不以小人之业而为君子之事，令受之者感激，闻之者羡
慕，或能因此感动而勃然兴起，乐输重赀往助赈务，以为
彼演戏者尚能如此，何况我辈席丰履厚者哉！果能如此，
则其有功于赈务实属不少，岂得犹谓演戏为无益之行为，
非有益之举动乎？吾是以不惜谆谆相劝而不肯止也。又况
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从此沪上各戏馆之美名，亦可以与
西人演戏行善之美名同见称于一时也，岂不美乎！

该报人的言辞之中，其中包含如下几层意思：第一、
作者的目的很明确，即希望各戏馆能够知道西人的办法，
仿照办理。第二、表达中西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以戏
为生之人，还是可以表达自身的善意，况且临时性的演出
对于各戏馆而言，并不会影响多少，但是对于助赈之事
情，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劝诫以戏为生计之
人，能够“以小人之业而为君子之事”，并呼吁“席丰履厚”之
人也积极参与进来，不可人后。第四、畅想演戏行善之事
情取得成功，即可将戏“无益”转而为“有益之举动”，进而营
造上海戏馆的行善“美名”，与西方慈善演艺之行为并驾齐
驱。

总体可见，《申报》上发表文论，呼吁演戏救灾，背
后实际上展现的是希望华人能够对于西方慈善演艺形式的
吸纳。正如该报人所言：“同一事也，华人借之以利己，西
人借之以济人，故自华人视之，则以为无益之行为，而自
西人视之，则以为有益之举动，如演戏一事是也。[21]”华
洋之间的分野单单从演戏一事，即可判明。想必阅读该篇
文章的时人，也会心有所触。

几乎在《申报》发文呼吁的同一时期，在当时在上海
的外国人已经展开了慈善演艺活动用于助赈。1877年2月18
日，西人在“在外国戏院串作音乐会，所收银则以供济中国
饥民”[22]。此次演出中，上海的地方官“亦到会倾听，西人
亦咸集以观，或一男一女独唱或男女十余人互唱，丝竹杂
陈不一其式。观者皆闻之忘倦。[23]”最终，“西商及其女眷
前作音乐会即将听客之资一齐作为赈款……是日所收之银
约及一千元”[24]。

“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地区受灾最为严重，灾荒之年
影响甚大，即便如此，山西地方的传统演戏并没有实现慈
善与演艺的完全融合。慈善演艺的社会氛围更无从谈起。
灾荒之年的演剧，恰如传统社会演剧活动的沿袭。而上海
地区则不同，面对同样的“丁戊奇荒”，《申报》的呼吁以
及西人慈善演艺的行动，刺激着上海的戏馆和华人。其
中，西人的慈善演艺的善举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慈
善与演艺之间没有完全融合的事象。更重要的是，背后展
示出不同文化差异对于慈善演艺的吸纳程度。西人通过慈
善演艺的善举手法提供给华人一种在慈善与演艺之间的全
新思考。在这种氛围之中，华人自主兴办慈善演艺事业开
始慢慢起步，并饱含了自身原初的文化特质。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
理与研究”(17ZDA203)；河南省2023年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
目“中原慈善文化建设研究”（XWH20230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郭常英，岳鹏星：《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1年出版。

2. 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时限与地域》，《中国农史》，2003 
年第 3 期。

3.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
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124页。

4. 段金龙：《丁戊奇荒背景下的山西演剧》，《戏曲艺术》2018年11
月。

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四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
总第391页。

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六年六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
总第939页。

7. 民国《临县志》，卷十七 《著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
志辑》（册3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67页。

8. 《沁水县汪令禀覆地方情形并遵札议办由》，《曾忠襄公抚晋批
牍》卷四，第54页。又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 》
（0103）《 曾忠襄公（国荃）批牍、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
年版，第383页。

9. 郝平：《“劫富济贫”与“保富安贫”——光绪初年大饥荒中山西
官员救荒思想的分歧与争论》， 高岚，黎德化编：《华南灾荒与社
会变迁——第八届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南理工大学
出版社2011年版，第75-76页。

10. 郭维忠：《记清徐早年的几个晋剧班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清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徐文史资料·第2
辑》，1987年版，第64-66页。

11. 王彪主编；太原市杏花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北城区
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17页。

12. 王永年讲述；刘巨才，段树人编：《晋剧百年史话》，山西人民出
版社1985年版，第73-75页。

13.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
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124页。

14. 夏明方：《也谈“丁戊奇荒”》，《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5. 王卫平、黄鸿山：《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李长莉、左

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6年，第496页。

16. 朱浒：《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
《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7. 《论演戏救灾事》，《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18. 该报人应该为《申报》馆主笔钱昕伯。也可能是何桂笙。何桂笙曾

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再次赴杭州应试，仍未中举，遂绝意仕
途，进入《申报》，担任钱昕伯的副手，他在《申报》的主要工作
是撰写篇首论说。但不是第一任主笔蒋芷湘。《申报》第一任主笔
蒋芷湘已经于1875年离开《申报》馆。可以参见，邵志泽：《<申
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略》，《新闻传播与研究》第15卷第5期。

19. 《论演戏救灾事》，《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20. 徐珂：《清稗类钞》第37册，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28年8月版，

第48页。
21. 《论演戏救灾事》，《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22. 《醵资施赈》，《申报》1877年2月26日，第3页。
23. 《音乐会醵资》，《申报》1877年3月5日，第3页。
24. 《签银施赈》，《申报》1877年3月10日，第2页。


